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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裁决作为法律明确规定的行政裁决机关解决特定民事纠纷的重要机制，当前我国实践中却出现行政

机关通过法律术语的模糊性、“选择主义”转嫁责任来规避适用行政裁决的局面。研究发现高行政成本

与败诉风险之间的效益失衡、强调司法解决纠纷主流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向与未能满足社会转型期间公众

纠纷解决需求是行政裁决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因而应当通过明确行政裁决法律规范中的用语、强化行

政机关对裁决行为的认同和加强行政裁决与其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间的协调衔接来予以完善。唯有此，

才能破解行政机关规避裁决的实践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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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as a crucial mechanism explicitly prescribed by law for resolving specific 
civil disputes through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bodies, currently faces a situation in practice 
where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evade its application. This evasion is achieved by exploiting ambigui-
ties in legal terminology and shifting responsibility through “selectivism”.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issues lie in the imbalance between high administrative costs and the risks of 
litigation losses, a shift in the mainstream socio-cultural context favoring judicial dispute resolution, 
and a failure to meet public demand for dispute resolution dur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r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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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s should be made by clarifying terminology in legal norms governing administrative ad-
judication, strengthening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recognition of adjudicative responsibilities, and 
enhanc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and other divers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Only through these measures can the practical predicament of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circumventing adjudication be re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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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4 年 7 月 18 日于北京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完善行政裁决制度。”[1]《关于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加强行政裁决

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两办意见》)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9 年 6 月 2 日共同发布，

不仅深刻呈现了中央对行政裁决制度的前瞻性顶层规划，亦全面彰显了国家对行政裁决工作的预见性战

略部署，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深入完善行政裁决工作以系统建构行政裁决制度。加快构建社会矛盾纠纷

行政预防调处化解体系的必要性在《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 年)》(以下简称“《纲要(2021~2025
年)》”)中作出更为明确的诠释，深刻阐明了社会矛盾纠纷行政预防调处化解体系对于加强社会治理效能、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层面的重要意义。在此情境下，以战略性与系统性兼具的规划方案为指导，推动建立

健全体系完善、渠道畅通、公正高效的行政裁决机制，确保与诉讼制度之间无缝对接与高效协同，意在

显著增强政府预防社会矛盾争议、调处化解民事纠纷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进一步深化法治政府建设。 

2. 行政机关规避适用行政裁决 

在当前我国行政裁决法律体系的建构中，即使多数行政机关会在潜意识中规避或边缘化行政裁决制

度，但其仍是巧妙利用裁量性规范与羁束性规范之间多元化约束条件，在恪守法律底线的同时采取多种

隐晦且多变的手段以实现规避适用行政裁决的目的。 
作为行政机关裁断民事领域纠纷争议的重要法律依据，设定行政裁决制度的规范不仅以其严谨性与

法定性要求行政机关严格遵循法定权限，依法行使法定职权，确保行政裁决程序公开透明和结果的公平

公正，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以维护裁决活动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我国行政裁决制度

的设定规范在界定裁决范畴的同时，为适应社会情境的复杂变化和多元发展，赋予了行政机关在疑难繁

杂的实际处境中以合理的规避机制与灵活的调整空间处理案件。在设定规范时建构此制度，其旨在既明

确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又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灵活性，在维护法律秩序与权威的基础上更加高效公正地

解决各类民事纠纷。行政机关在具体实践中规避行政裁决的行为主要为两种表现形式。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

政府“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网间互联双方经协商未能达成协议的，由电

信管理机构协调，协调不成由其做出“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著作权侵

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由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侵权。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构建中，立法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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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性问题普遍存在，尤以行政裁决为典型。例如，立法者在制定相关条款具体内容时，倾向于选取诸

如“处理”“决定”或“责令”等语义宽泛且含义模糊的规范术语，相反对于“裁决”易于精准表达的专

业术语鲜有直接明确采用。立法用语的模糊性客观上为行政裁决规范的理解增加了困惑，也为具体实际

裁决活动的执行增加了难度[2]。同时，立法者在有关行政裁决制度的规范中采用模糊性表述的立法专业

术语也为行政机关于制度层面采取规避裁决的行为提供法源基础。以在行政裁决具体实践中经常引发争

议，且概念内涵属性即具备模糊性的“处理”作为典例，审视现行行政裁决制度规范框架，“处理”一词

的含义展现出兼具双重性与合理性的解释路径，无论是将其界定为与民事纠纷调解密切相关的调解程序

的重要环节，抑或解读为表达裁决活动本质的内在逻辑性与外在解释性，都是从“处理”的语义解释范

畴立场出发，具有合理且坚实的逻辑基础[3]。在行政机关默认规避行使行政裁决职责的倾向下，从语义

维度出发，即使“处理”一词对“裁决”和“调解”的双重含义适用具有天然正当性，但仍会刻意限缩

“处理”的内涵，于法律规制的解释架构内，采用诸多严苛的约束性解释方法，将其定义范畴限定至“调

解”的单一应用场景，旨在从文义解释层面将“裁决”的适用情形排除作为“处理”适用的可能性。 
不同于上述以行政裁决规范的文本内容为切入点规避行政裁决的方式。第二种则是当事人间的民事

纠纷存在多元解决途径时，为保障案件的平等性和客观性，行政机关坚持审慎原则选择合理的责任避让

的方式有意识地规避裁决行为。纵览我国现行立法框架体系，在处理行政领域的行政裁决体制与司法系

统下的民事诉讼制度这两者之间的职能交叉情形时，较为广泛地规定了兼具灵活性与适应性的“选择主

义”的规范原则。例如《专利法》第六十五条，当事人享有因专利侵权而产生，经综合考量、审慎权衡后

自主选择以行政裁决方式或民事诉讼途径解决相关纠纷的权利。“选择主义”制度的设定，既以当事人

立场为出发点，充分尊重和保障当事人对于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自主决定权，也为行政机关优化行政裁

决资源配置提供科学严谨的原则性指引，确保行政裁决过程与结果的公正性、规范性与实效性。与制度

设立的初衷相反，“选择主义”在行政裁决实践中未能充分发挥立法者预期分流民事纠纷解决途径的立

法意图的作用，甚至出现以“责任避让”方式导致司法系统成为兜底的纠纷解决现状的情形。行使行政

裁决权的主体出于减轻工作任务、降低职责负担的目的，面对行政裁决的申请，依据裁决规范的要求被

申请的案件事由属于行政裁决范畴，行政机关的做法则是推卸职责，引导当事人选择民事诉讼解决方式

[4]。行政机关不作为致使行政裁决在民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的作用受到制约，未能对日趋增长的民事

领域纠纷发挥初步筛选分流的作用，司法系统承载绝大多数民事纠纷案件。 

3. 行政裁决困局的成因分析 

行政裁决制度是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范适度合理延伸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行政职权，为行政机关介入

特定社会民事领域并解决纠纷争议的行为赋予合法性基础，确保行政机关在坚持私法领域社会主体自治

原则的条件下，对民事主体间难以达成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民事纠纷发挥有效调解和正确引导的作用。

但在行政裁决实践中可以经常发现，行政机关主动放弃法律赋予其行使行政裁决的权力，出现了淡化、

转嫁甚至搁置原本属于行政裁决范畴，本当行政机关承担裁决职责的民事纠纷的现象，这一问题值得深

思。 

3.1. 成本利益收支失衡 

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出发，我国当前行政裁决制度仍处于正常运作状态的多数集中于成本与收益成正

比的领域，相较于无法平衡利益的其他领域民事纠纷，能够增加额外收益的行政裁决更能激发行政机关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5]。例如专利侵权纠纷和土地权属纠纷等领域，适用行政裁决对行政机关来说往往意

味着额外收益的增加，因此行政机关对于行政裁决制度的维持展现出较高关注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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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个案仅仅是行政机关倾向于维持个别特定领域内的民事纠纷行政裁决制度正常运作的侧

面反映，执行裁决的整体效能陷入制度性困境的本源是制度收益不能覆盖高昂的运行成本。完全性的执

行当前行政裁决制度为行政机关带来的需要承载的成本压力意愿高于选择性规避裁决行为附随的风险隐

患，两种利益间的考量是行政机关规避裁决的根源所在。在我国现行行政裁决法律制度规范下，规避裁

决行为可为行政机关高效降低以下成本支出：(1) 维持行政裁决制度有效运作的包括人力、物力等在内的

需要直接承担的直接行政成本支出。(2) 因行政裁决原因成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或行政诉讼被告的法律

风险，在后续当事人救济程序中承担相应责任，甚至支付受损方经济赔偿的不利情形。如《行政复议法》

第十一条明确规定自然资源权属纠纷行政裁决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基于实证材料分析，在行政机关

视角下，完全性地执行行政裁决制度不仅收获的额外利益低于成本支出，且成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或行

政诉讼被告主体的潜在风险大，因此削弱了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决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 法律规范的

抽象性和概括性也是行政机关规避裁决的原因之一，在法律规范尚未具备统一明确的有效解释时，行政

机关草率介入社会领域民事纠纷存在侵犯私法领域自治原则而遭受诸多指责的可能，进一步引发政治层

面的风险负担[6]。但是利益考量不会直接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必然先决条件，行政机关若以违法方式规避

裁决必然承受否定性评价甚至法律惩罚。在现实实践中出现了行政机关为保障其行为的合法性而普遍倾

向于采用多样且隐蔽的途径规避裁决行为的趋势，减少因直接违反法律规定而产生的风险。 

3.2. 司法解纷渐成主流 

对于行政机关的行为不能单纯地以利益衡量为分析逻辑，行政机关不计成本行使维护公共利益的行

为所体现的公益性也是其重要职责，若是以此分析作为行政机关规避裁决行为的最终论断，明显存在过

度强调行政机关的逐利性而弱化其公益性的取向。综上所述，行政机关的行政决策和行为模式受到多元

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影响因素中，特定历史时期内指引主体活动的社会文化语境对行政机关行为的影响

更为显著。 
语境概念提出后经由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分为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社会文化语境是指社会整体

在某种现象下所表现出的价值判断和认知偏向，进而通过多种途径对特定群体的主体语言表达及行为模

式产生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我国司法系统的战略地位得到提高，建设法治国家、实

施依法治国成为国家和政府的顶层设计与规划。以人民法院为代表的司法社会文化语境开始得到关注并

从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社会公众面对纠纷的首要选择。在国家层面宣传引导和社会

层面媒体报道的双重作用下，以司法系统为主体解决纠纷争议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广泛认可和高度权威的

纠纷解决机制，与法治原则相悖的行政裁决也因此被“司法中心主义”这一新兴强势社会文化语境所取

代[7]。在主流纠纷解决方式转型的过程中，“司法中心主义”这一新兴社会文化语境的构建与完善发展

获得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积极支持。在 90 年代法院无案可办的情景下，伴随“司法中心主义”社会文化

语境的影响，司法审判取代行政裁决逐步成为解决社会纠纷争议的主要途径，案件受理数量的大幅增长

也直接促进后续司法资源的获取与整合效率。以“司法中心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兴起，既是

对以往纠纷解决机制历史脉络的审视与思量，同时也承载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对实行依法治国、建

设法治国家的崇高理想的期盼与向往。但在当前盛行的“司法中心主义”视野下，行政机关以行政裁决

解决民事领域纠纷争议往往被视为侵犯司法权威性的越界行为。也正因此，行政机关对于法律赋予的行

政裁决职权的行使意愿明显降低。 

3.3. 解纷需求未能满足 

新中国成立后的某一期间，社会多数领域内的纠纷争议均以执行裁决的方式快速作出裁断，一方面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8252


杜刘鹏 
 

 

DOI: 10.12677/ds.2025.118252 115 争议解决 
 

体现了行政权力在社会多数领域中的强势地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实施法治，限制行政权力的社会治理

模式。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也推动形成了以单位为核心构成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一组织形

式下，构建起一个社会成员隶属于各自单位，本级单位隶属于上一级单位的层级网络关系[8]。单位中社

会成员的工作职业和生存需求由单位统一规划和分配，同时，社会成员的户口资料和档案记录的管理权

限也高度集中于单位。在以单位为基础构建的社会组织层级架构中，无论是单位还是单位组织下的社会

成员都有着上级的单位组织管理，因此发生在单位内或单位间的民事纠纷均可在共同上级单位的介入下

进行裁断，社会成员对于通过司法解决纠纷并不具有较大需求，且同时司法系统因处于较低地位，匮乏

的司法资源也不能承担起审理大量民事纠纷所带来的负担。也正是因为以上原因，此期间内诸多纠纷争

议只能以行政裁决方式得到实质性解决，在仅有一种解决纠纷途径的情形下，行政裁决也成为我国民事

纠纷的主要解决途径，其制度性困境也并未显露。 
经济体制转型后的社会构建起一种以利益为核心驱动力的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新常态[9]。在制度运

行所需社会条件的限制日益下降以及民事纠纷规模显著增大和类型多元扩展的现实情况下，产生了以下

两种显著影响：第一，法院系统地位的整体提高，“司法中心主义”理念对行政裁决制度内含隐性排斥；

第二，对行政裁决的实质产生误解，将其视为落后的制度遗留，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民事纠纷解

决机制。在民事纠纷多元化与复杂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于计划经济时代发挥民事纠纷解决中

发挥主导作用的行政裁决制度在当前所处环境中已经难以满足需求，以及立法机关对行政裁决事项的缩

减和行政裁决权的限制，也是造成行政机关实施规避裁决行为，加速行政裁决陷入制度性困境的原因[10]。 
基于上述三方面成因分析，可见影响行政裁决在实践适用发生变化的因素是多样且相互联系的(见图

1)。 
 

 
Figure 1. The influence conduction diagram of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practice dilemma variables 
图 1. 行政裁决实践困局变量影响传导图 

 
从图中可以发现，制度供给质量不足会提高行政裁决成本，进而导致行政机关倾向于规避裁决，社

会公众也因此转向寻求司法救济。纠纷解决方式的这种转变，一方面造成行政裁决案源减少，另一方面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8252


杜刘鹏 
 

 

DOI: 10.12677/ds.2025.118252 116 争议解决 
 

则推动司法资源扩张，而这无疑会挤压行政资源。在双重负面效应的作用下，制度供给质量进一步恶化，

行政裁决的现实实践也必然因此逐步萎靡。 

4. 完善行政裁决的具体路径 

4.1. 明确行政裁决规范用语 

提高法律制度体系中行政裁决规范用语的确定性，确保裁决制度的精准实施。行政裁决制度基础概

念的不明确影响着行政裁决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所谓“处理”“裁定”所代表的实质意义到底是行

政裁决行为还是其他行政行为，为法院对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增添了难度。行政机

关利用法律规范用语概括性和抽象性特点而造成的自由裁量空间来规避职责的行为，显著违背明确性原

则。在立法环节，为便于一般社会主体理解掌握，并以此法律规范指引主体的行为模式，立法者必须确

保立法用语的准确性。行政裁决规范用语的设定必须严格遵循明确性原则是问题解决的关键。从长远发

展的视角考量，现行行政裁决规范中的“处理”“裁定”“决定”等模糊性术语必须通过立法活动用“裁

决”替代，以此实现行政裁决规范中立法术语的统一性和标准性。从短期限制的视角考量，行政机关主

动审查清理并向社会公众公布行政裁决的权利界限，充分发挥行政机关权力清单所具有的行政自我约束

功能，以此划定行政裁决权力的范畴，减少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11]。 
学术界对于行政机关不当利用“选择主义”制度规避裁决行为的现象，提出废除“选择主义”制度

的建议，此外对于行政裁决规范中“可以由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等相似表述方式提出删除“可以”，消除

行政机关以其存在模糊性为借口规避裁决行为。基于权利救济视角，删除“选择主义”制度无疑是对当

事人救济途径的限制，剥夺了当事人选择救济途径程序上的权利。或裁或审的“选择主义”制度安排与

裁决前置单一路径相比，更能彰显国家对当事人自主选择权的尊重与保障。保障当事人行使“或裁或审”

选择权的自由和加强对“选择主义”的法律约束是制度层面的首要做法，问题的解决不应以损害社会主

体的合法权利为代价[12]。在行政裁决制度规范中，一方面应当明确划定行政机关启动行政裁决程序的法

定职责与义务，另一方面也要赋予和维护当事人之间民事纠纷享有通过行政裁决解决的自由选择权。例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

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根据这一思路，应增加如下规定：“当事人申请裁决且符

合受理条件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立即受理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裁决。” 

4.2. 强化行政机关制度认同 

重构社会主体对于行政裁决的制度认同也是重塑行政裁决制度的内在要求。在社会心理学的语境下，

认同意指社会个体对于某一特定事物从心理层面所具有的归属感情[13]，根据一定区分标准，分为身份认

同和社会认同两大类，其中制度认同隶属于社会认同类别。 
价值观念是行政机关产生制度认同的间接性因素。“司法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主导地位也导致行

政机关制度认同的减弱。诚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司法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兴起有其内在

的逻辑合理性和外在的时代必然性，社会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侵蚀着“司法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存在基

石，与社会需求的脱节正是显著体现。从纠纷多元化解决体系的价值观念来看，单一纠纷解决机制的局

限性注定其无法普遍适用于繁复化的社会纠纷，应当建立一个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互动融合且高效协同的

多元化系统性纠纷解决体系。“多元化”理念作为一个很早被引入中国且具有深厚学术底蕴的概念，在

法学理论与实践中“一元化”的法治价值观念掩盖了多元化法学理论，阻碍了“多元化”法学理论从学

术层面到实践层面的转化[14]。重新构建起各主体对于行政裁决制度的认同，必须以包括前瞻性的政策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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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广泛性的经验传播和代表性的案例指导在内的诸多具有可行性的措施消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割裂，

而不是陷于琐碎且复杂的专家价值观念论述体系框架内缝缝补补。在具体制度的构建中，以《纲要

(2021~2025 年)》中有关行政裁决的任务规定为遵循。例如，建立并推行行政裁决权利告知制度、强化案

例指导和宣传业务培训，高度专业化的宣传队伍以代表性行政裁决案件为基础增强行政裁决宣传的覆盖

范围，提高社会主体对于行政裁决制度的认知程度。 
主体利益则是行政机关能否建立起制度认同的决定性因素。行政机关基于成本与收益的综合考量后

采取规避裁决行为也是行政裁决陷入制度性困境的原因。要重新建立起对行政裁决的制度认同，应当为

行政机关构建更为完善合理的制度激励机制[15]。首要任务是确保行政裁决资源的合理分配与优化，包括

为行政机关调配更多具有丰富裁决经验的行政裁决人员、合理增加行政裁决办公经费以及升级行政裁决

办公环境等方式保障裁决工作的有效运作，通过外在条件的优化提升行政机关进行裁决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其次，行政机关作为行政裁决中的第三方权威主体居中裁断双方当事人间的民事纠纷，但在行政诉

讼中将行政机关置于被告地位无疑是利弊失衡的制度设计，在这一制度下，行政机关执行裁决职责会承

担更大的法律风险。只有最大合理限度内减少行政机关的风险负担才能确保行政机关切实履行裁决职责。

学术界对于行政裁决的司法救济途径有着诸多讨论，本文不在此对其内在本质进行深入说明。但需强调

的是，无论采取何种应对策略，都应当在坚持司法终局裁决的原则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机关在

行政裁决制度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成本负担。在当前环境下，存在两种符合既定标准的方案。具体包

括：第一种方案是经行政裁决处理的案件，当事人对于裁决结果有异议的，只能通过民事诉讼方式以另

一方为被告进一步解决，在此过程中行政机关不再参与后续民事诉讼环节，也即全面删除行政裁决主体

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制度安排。另一种方案则是行政裁决主体以诉讼第三人的法律地位针对其做出的行

政裁决所依据的职权范围、程序结构以及裁决基础的合法性等问题的解释作用，据此参与双方当事人间

的民事诉讼。本文基于分析给定两种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的方案，对于方案的最终选择，立法机关应当

以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选择裁决制度背景为基础进行裁量确定。 

4.3. 加强纠纷解决机制衔接 

在我国经济体制进行转型调整的阶段，未构建起协调行政裁决与行政调解、民事诉讼之间的有效衔

接机制也是限制行政裁决制度发展，导致其陷入制度性困境的原因之一。多种纠纷解决机制间的不良竞

争现象的根源是民事纠纷解决体系内部机制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竞争更是进一步对行政裁决制度的生

存和发展空间产生了压缩结果。强化行政裁决与行政调解、民事诉讼之间的协调性与契合性是重塑行政

裁决制度的应有之义[16]。 
棚濑孝雄建立了以“决定性–合意性”与“状况性–规范性”为基础的划分纠纷解决方式的坐标轴。

在这一坐标轴中，合意性纠纷解决方式是指民事纠纷的解决的方式和内容等具体事项由双方当事人之间

自行协商达成共识从而解决纠纷的情形；决定性纠纷解决方式则是指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由第三

方权威主体确定纠纷解决的方式和内容，双方当事人遵守履行从而解决纠纷的情形。以第三方权威主体

的权利属性为划分标准，进而可将决定性纠纷解决方式区分为行政性解决方式和司法性解决方式两种。

在这一分类体系中包含当前各种具有可行性的如行政裁决、行政调解等非诉型纠纷解决方式。在解决民

事纠纷方面，调解与裁决相比更加体现出公平公正、合理和谐以及经济高效的综合优势。解决民事纠纷

过程中面临行政裁决与行政调解两种解决途径时，若双方当事人之间纠纷符合调解的必要条件且双方均

明确表达调解意愿，行政机关就应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相较于行政调解，行政

裁决与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存在两种相互冲突但又有序并存的关系类型，即选择关系和排斥

关系。具体来讲：以“选择主义”为代表的选择关系的实质是强调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选择的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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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正性；以“裁决前置”为代表的排斥关系的本质则是更加注重行政机关的解决纠纷的专业性与权威

性[17]。但同时，依据司法终极裁决的原则，行政裁决应当接受法院的审查以确保裁决程序与结果的合法

与合理。在现行法律制度中，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涵盖行政裁决，但制度规定下行政诉讼对行政裁决所

拥有管辖权存在深入探讨的必要性，此处不作阐述。经过上述对行政裁决制度的系统完善方案，将构建

起一个诉讼与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相互融合且发挥各自优势的高效运作体系。 

5. 结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持续完善的情境下，我国行政裁决法律制度发生着严峻的实效挑战。

法治国家的建设路径中存在诸多挑战，法律制度在规范层面的效力和实践层面的实效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便是中国法治完善与发展必然面临的严峻现实[18]。为确保本文集中于探讨行政裁决制度性困境的范畴，

主要从行政裁决主体的视角出发，分析行政裁决陷入制度性困境的成因以及设计行政裁决制度的重塑方

案，并未从当事人视角出发考虑当事人利益保护的制度需求。另外，鉴于文章篇幅的限制，本文仅初步

设计了完善行政裁决制度的框架，对于有关行政裁决的具体应用范围、法定程序以及救济途径等其他具

体制度未进行详细研究探讨。基于此，有待于强化对行政裁决制度的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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